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6期　· 61 ·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企业感知的视角

徐现祥　李粤麟　陈希路*

内容提要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各地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改革措施存在明

显差异。本文采用 2018-2023年连续 6年的全国固定点企业访谈数据，从企业感

知的视角，考察政府自身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嵌入

异质性政府的政务服务市场模型，证明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是可感知改革触发

要素市场做出一般均衡响应的过程。一个可供检验的推论是，在落实改革措施

时，可感知改革将导致资本流动。在经验检验中，本文把“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

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三重差分估计发现，促进资本流动的是可感知改革而非单

纯的政府实施改革；可感知改革每增加1%，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将提高0.67%。这

些发现是稳健的，且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揭示出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

键作用。

关  键  词　改革落实　企业感知　政务服务

一　引言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部门成为被改革对象，改革落实问题日益突出。在改革

落实实践中，中央统一部署改革，各地落实改革却呈现出显著差异，甚至导致改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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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功败垂成。经济学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改革试点①，鲜少关注改革政策的落实和推

广②。为弥补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这一缺口，本文尝试考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地方政府

落实改革的传导机制，并提供因果证据。

企业感知在全面深化改革落实中处于关键位置。改革落实是指国家改革措施出

台后在全国落地见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感知是连接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

施与市场响应之间的桥梁：在地方政府实施具体改革措施时，只有当企业感知到改革

的成效后，市场响应才会随之产生。本文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考察改革落实情

况。选择“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这项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典

型的政府自身改革，其核心内涵是以群众感受为标准倒逼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与毕

青苗等（2018）研究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立带来政府部门物理集中和硬件整合不同，“最

多跑一次”改革从办事人的视角出发，让“民众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政府部门受理申请到做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

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车俊，2017）。这一改革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硬件整合，而

是侧重于以群众感受为标准的制度建设，旨在通过办事规则的横向打通和制度层面

的流程优化，打破部门壁垒，解决企业运营中深层次的跨部门办事困难。二是，这一

改革虽由中央统一部署，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呈现出显著的地区间差异，因此适合作为

研究对象③。具体表现为，在 2017-2023年，各地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的三

个典型事实：地方实施改革存在差异、企业感知改革存在差异、市场反应存在差异。

这三个典型事实构成了改革落实的全过程。其中，企业感知是对政府自身改革成效

的识别，起到承上启下作用。

本文旨在揭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为各地改革落实差异提供内在逻

辑一致的解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地方政府需要依法依规向辖区企业提供各类政

务服务，是政务服务的供给方。企业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类政务服务，是政务服务

的需求方，能够感知到政府自身改革带来的政务服务变化。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政务

①　这些研究包括了对渐进改革（林毅夫等，1993）、经济特区（傅高义，2008）和温州模式（史晋川等，2002）
的探讨。

②　虽然经济学文献较少关注改革落实（DellaVigna and Kim，2022），但公共管理文献早已开始关注改革政

策在地区间的横向扩散（Berry and Berry， 1990； 朱旭峰和张友浪，2015；Yi et al.，2018）。

③　2016年底，浙江发起“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在诸多方面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车

俊，2017）。2018年，国家开始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随后各地出台具体措施，并出现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改革升

级版。2024年，国家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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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场（徐现祥等，2025），常见的物理空间是线下、线上的政务服务大厅。地方政

府是辖区政务服务的唯一供给方，只为本辖区企业提供政务服务，具有垄断地位

（Glaeser，2024）。在政务服务市场中，当地方政府通过发布办事清单、明确跑动次数

与时限来实施改革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深度覆盖时，其政务服务效率显著提升。这

种通过规则横向打通和流程优化的改革降低了企业在长期存续期间面临的经常性成

本，使企业办事成本的下降不再局限于注册登记等“一次性”环节①。在感知到办事成

本下降后，企业会将原本被烦琐办事程序挤占的生产资源重新投入企业自身发展中，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要素边际产出随之提高。这时，在自由流动的要素市

场上，外地生产要素会自发流入本地，直到两地的要素回报重新相等为止。因此，企

业的感知能够识别出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施的差异，带来生产要素市场反应的差异，

形成市场一般均衡，从而为改革落实的全过程提供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②。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这个市场存在一般均衡，揭示了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具

体而言，本文将徐现祥等（2025）的政务服务市场模型扩展至多地区，并引入异质性地

方政府：一类实施改革措施程度较高，另一类实施改革措施程度较低③。这一假设与

现实是吻合的，因为地区政府在政务服务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对于实施政府自身改

革措施的态度难免不一。在这个模型的经济体中，上级政府整体部署提升政务服务

效率的改革、下级政府实施改革措施、企业据此决定投资生产。本文证明，实施改革

程度较高的下级政府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降低企业获得政务服务的成本并增加

政务服务供给。企业感知到成本和服务的变化，识别出各地方政府实施改革行为的

差异。在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上，企业对成本变动做出理性反应，资本发生流动；实施

①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https://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2507/content_7031050.htm），改革不仅涉及经营主体准入准营，更广泛涵盖了招聘用工、纳税

缴费、经营发展、工程建设等企业日常运营和扩大再生产中的高频事项。此外，改革落实也显著降低了企业在

存续期间面临的经营成本。例如，在投资扩产环节，青岛已将建筑施工安全许可平均申报时间从 50分钟压减至

16分钟（详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8/content_7036036.htm）；在市场拓展环节，南京已将跨境电商在备

案时的海关前置审批时间缩短至 1 到 2 个工作日（详见 https://njsj. nanjing. gov. cn/xwdt/202509/t20250912_
5648722.html）；在融资上市环节，贵州已将企业合规信息核查从“多头跑”优化为“一件事”（详见 https://www.
guizhou.gov.cn/home/gzyw/202412/t20241201_86154346.html）。这表明，改革落实释放了原本被办事成本挤占的

生产资源，从而能够有效提升要素的边际产出，进而增强辖区对资本的吸引力。

②　类似地，郁建兴等（2025）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融合了供给端目标和需求端目标，形成贯穿供给与需求

的逻辑闭环。但该文未从政务服务市场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

补充。

③　分为两类只是为了模型推导简化。假定多个不同的下级政府，模型结论不会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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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措施程度较高的下级政府较实施改革程度较低政府辖区吸引更多投资。因此，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是可感知改革导致市场做出一般均衡反应的过程。其中，可感

知改革是企业感知到的政府实施改革，由政务服务市场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一个

可供检验的推论是，在改革落实中，可感知改革将导致资本流动。

在经验分析中，本文把各地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为改

革落实传导机制提供因果证据。首先，本文分三步度量可感知改革。第一步是量

化企业对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感知。为此，本文自 2018 年起持续开展全国

固定点企业访谈。全国固定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16个省（区、市）（含 2个直辖市、2
个自治区、12 个省）、84 个地级市和 182 个市辖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徐现祥等，

2019；Xu et al.，2025）。在 2018-2023年连续 6年合计访谈企业 3.2万家①。访谈的一

个问题是：“在过去半年，您来这个办事大厅办成一件事大致需要跑几次？”根据企业

反馈，本文对企业感知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度量是，各地 2018-2023年企业报告只

跑一次的平均占比。第二步是采用文本分析法度量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

本文分析的文本来自 2013-2023年 283个地级政府的 3113份政府工作报告。实施改

革措施的赋值规则是，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赋值为 1，否则为 0②。改革关

键词是“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和“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三个关键词，字段够

长，含义单一，不重不漏。第三步是度量各地的可感知改革。根据本文对可感知改

革的定义，采用地方政府实施改革与企业感知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交乘项代理可

感知改革。

其次，本文采用三重差分（DDD）法识别“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

选择三重差分，是因为可感知改革本身构成一个三重差分。具体而言，在落实“最

多跑一次”改革中，政府实施改革措施形成了一个二重差分，可感知改革（政府实施

改革与企业感知改革的交互）则构成了一个三重差分③。本文以各地拥有的来自

①　调查地点通过分层抽样方法确定，具有全国代表性。首先随机抽取一半的省，确保抽中的省与未抽中的

省在名义GDP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然后在抽中的省中抽取一半的地级市，满足省内抽中

城市与未抽中城市在名义GDP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全国范围内抽中城市与未抽中城

市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在抽中的地级市中随机抽取一半的市辖区，满足市内抽中区与未抽中区在名义GDP
和总人口上无显著差异。具体调查方法见徐现祥等（2019）。疫情期间，考虑到实际情况，调研地做了些调整。

②　为了稳健，本文还进一步把只有省或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情况赋值为0.5。
③　将调研的 156个地市与本文关注的 283个地市匹配后，最终数据为 146个地市。其中，处理组为 127个

地市，控制组为 19个地市。不可否认，控制组仅有 19个地市，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严谨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部分，通过PSM-DID回归方法尽可能地减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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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投资的子公司的增加量代理异地投资流入水平（马光荣等，2020；孙伟增等，

2024）。回归结果显示，不引入可感知改革时，政府实施改革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引入可感知改革后，政府实施改革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可感知改革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系数大小看，可感知改革的回归系数为 0.15。这表明，与控

制组相比，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处理组地市的可感知改革每增加 1%，异地投资流入

水平将提高 0.67%。不妨考察处于可感知改革 70 分位点的东莞与 30 分位点的南

昌。东莞的可感知改革比南昌高 14%；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将导致东莞的异地投

资流入水平比南昌高出 9%，能够解释二者异地投资流动水平实际差距的 8%。本

文经验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且稳健。在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变量度量误设、样

本选择干扰、估计方法偏误以及控制同期其他可能的改革冲击后，本文的基本结论

依然不变。

最后，本文排除财政支出的影响。不可否认，从实践看，改革落实需要得到财政

支持。现有文献也发现，财政支出是驱动资本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马光荣等，2020；
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在理论上，本文证明，可感知改革带来异地投资流入，财政

支出保持不变。在实际分析中本文发现，政府实施改革和可感知改革对财政支出都

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一致，揭示出可感知改革在改革落实传递机制中的单

独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还有以下三点。一是本文扩展了政务服务改

革文献。一方面，与政务服务改革文献相比，本文揭示了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

键作用。“最多跑一次”改革与行政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等都是典

型的政府自身改革。现有文献主要将各类政务服务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

这类改革带来的经济绩效，比如微观层面的企业进入（毕青苗等，2018；刘诚和夏杰

长，2021）、企业创新（王永进和冯笑，2018）、产品范围（陈勇兵等，2023）等，以及宏观

层面的经济增长（夏杰长和刘诚，2017）、促就业（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毕青苗等，

2024）、产业结构变迁（朱奕蒙等，2022）等。总体来看，现有文献考察了政务服务改革

带来的经济绩效，忽略了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作用，本文弥补了这个文献缺

口。另一方面，本文还和政务服务市场文献相关。周荃等（2023）、徐现祥等（2025）和

Chen et al.（2025）等文献提出了政务服务市场模型，考察地方政府供给政务服务的行

为。本文则引入地方政府异质性，考察地方政府供给政务服务的异质行为，为各地改

革落实差异提供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

二是本文拓展了公共经济学中探究感知重要性的文献。现有文献主要强调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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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政府相关的金融投资（Colonnelli et al.，2024a）、公共采购（Colonnelli et al.，
2024b）、腐败监管（Olken，2007、2009）、选举（Beaman et al.，2009）、教育（Jacob and 
Lefgren，2008）、政策不确定性（聂辉华等，2020；刘贯春等，2022）等领域的重要性。本

文则考察了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作用，并提供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三是本文为地区间资本流动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近年来，这支文献主要以

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测度资本要素在国内的跨地区流动①，并据此探索

影响资本流动的系列因素，比如宏观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马光荣等，2020）、财政激

励（王凤荣和苗妙，2015；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数字政府（孙伟增等，2024）、微观层

面的公司产权性质（曹春方等，2015）、公司高管特征（夏立军等，2011）。这些研究表

明，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是多维的。本文则贡献了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即可感知改

革，丰富了这支文献。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介绍背景与事实，第三部分是一个简单模

型，第四、五部分是经验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　背景与事实

（一）“最多跑一次”改革背景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群众感受为标准倒逼深化政府自身改革，

是政府通过换位思考，从办事主体的视角出发，用群众的语言设定“一件事”能够“一

次办”的改革目标，倒逼地方政府自我革命。这不仅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了审

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的目标，还引发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变革，使权力运行从处

科股的“小循环”转向部门内部的“中循环”和跨部门的“大循环”，从而打破部门间的

信息壁垒，提高机关效能。②

①　其中的一个例外是Bustos et al.（2020）。该文主要使用了巴西银行在各地的网点数据，揭示出农业技术

进步是资本在产业和地区间流动的重要原因。

②　地方政府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普适性的、标准化的政务服务。国务院发布“高效办

成一件事”的几批重点事项清单都明确了法定办结时限，各地根据实践明确了承诺办结时限，并将此信息公开。

例如，广东省广州市对于“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明确了法定办结时限为 5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为 5个工作

日（详见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combo/11440100007482612P344TC140BE001）。这意味着，最

多跑一次改革提升了政务服务能力，其政策红利旨在覆盖辖区内所有经营主体，而非仅针对本土企业。因此，

一个能让当地企业感知到显著改善的政务服务，同样会被外来投资企业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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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呈现出地方首创、国家推广、各地方落实的过程。21世纪以

来，虽然我国在简政放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群众反映

“办事慢、办事繁、办事难”问题仍然存在；群众为了办成一件事情往往需要到有关部

门多次奔波，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闹心费神。因此，2016年 12月，浙江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上提出，让“民众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

从政府部门受理申请到做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即“最多跑一次”，旨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车俊，2017）。经过一年的积极

探索，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截至 2017年底已覆盖了 80%的

办事事项①。2018 年，“最多跑一次”被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也向全国全面推广了“最多

跑一次”改革，这标志着“最多跑一次”正式被纳入国家改革设计。在改革设计的引导

下，地方政府在随后的改革落实过程中相继推出了差异化的实践方案，如湖南推出

“一件事一次办”、上海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024年，“高效办成一件事”一词被

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二）典型事实

本文发现，“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过程中，中央统一部署改革，各地落实改革却

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地方实施改革存在差异。本文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是否提及“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相关关键词，来度量地方是否实施改革②，如图 1所示。从图 1实线看，省级政

府实施改革存在差异。2017 年，浙江开始实施改革，2018 年和 2019 年，开始实施改

革的省份数量迅速增加，到 2023年，累计有 24个省份实施改革，占全部省份的 77%。

从图 1虚线看，地级政府实施改革存在差异。2017年，包括浙江 11个地市在内的 13
个地市开始实施改革③，2018年和 2019年开始实施改革的地市数量激增，到 2023年，

累计有 245个地市开始实施改革，占全部地市的 87%。

①　数据来源于 2018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

意见》，详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5/23/content_5293101.htm。

②　第四部分具体阐述了本部分三个典型事实的具体变量度量方法。

③　除浙江省的地市外，西安市和昆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17年也出现了改革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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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事实一：地方实施改革存在差异

二是企业感知改革存在差异。企业最直接感知到的改革成效，是到政府办事的

跑动次数减少。本文基于 2018-2023年连续六年的全国固定点企业访谈数据，采用

访谈企业报告只跑一次的平均占比，度量企业感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图 2
展示了地市企业感知改革成效的分布，横坐标为企业感知改革成效（即跑一次企业占

比）的区间，纵坐标为地市数量。从图形上看，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存在差异：33%地

市的企业感知改革成效不足 40%，38%地市的企业感知改革成效在 40%～55%之间，

29%地市的企业感知改革成效高于55%。

图 2　典型事实二：企业感知改革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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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素市场反应存在差异。“最多跑一次”改革传导到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产生

反应，将表现为要素跨区域流动。以资本要素为例，本文以各地拥有的异地投资子公

司的增量度量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图 3展示了 2018-2023年地市平均异地投资流入

水平的分布，横坐标为异地投资流入水平，纵坐标为地市数量。从图形上看，要素市

场反应存在差异：30%地市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不足 5个，60%地市的异地投资流入

水平在5～30之间，10%地市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超过30个。 

图 3　典型事实三：要素市场反应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典型的政府自身改革，在改革

进程中呈现出地方首创、国家推广、地方落实和市场反应的全过程。在这个改革落实

过程中，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接下来，本文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识别改革

落实的传导机制，并提供因果证据。

三　一个简单的模型

本部分尝试把中央和多个地方的央地改革关系引入徐现祥等（2025）的政务服务

市场模型，从理论角度探索地方政府落实改革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

（一）设定

考察一个由 ( I1 + I2 )个地区组成的经济体。在每个地区 i，存在一个地区代表性企

业，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①，使用资本Ki和政务服务Gi生产最终产品Yi：

①　将地区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设定为CES形式，基本结论不变。详见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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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 )Ki

α( )Gi

β
（1）

其中，α 和 β 是大于 0 的常数，且满足 α + β < 1。Gi 只能由地区 i 的地方政府提

供。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需要相应的投入，如自建或租赁政务服务大厅、雇佣办事

窗口工作人员和后台审核人员等。本文对提供政务服务所需的投入进行简化，假设

地方政府生产政务服务时仅依赖政府支出，采用与 Romer（1990）类似的线性生产函

数生产政务服务：

Gi = Ai Xi （2）
在式（2）中，Xi度量地方政府生产政务服务时所使用的政府支出。Ai度量地方政府

的政务服务效率，也可理解为政府在提供政务服务时的生产率。在政务服务效率越高

的地区，使用1单位政府支出所能提供的政务服务越多，其提供政务服务的生产率越高。

地方政府通过出台相应改革措施提升其政务服务效率 Ai。具体而言，各地的政

务服务效率由央地深化改革关系中的互动决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央负责改革

设计，实施统一的深化改革方案，各个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改革措施（Song and Xiong，
2024）；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则决定其政务服务效率。为简化分析，本文将地方政府

分为两类：I1 个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施程度较高，记为 ωH；I2 个地方政府则实施改革

措施程度较低，记为 ωL。其中，ωH 和 ωL 是常数，且满足 0 ≤ ωL < ωH ≤ 1。此外，地方

政府各自决定对最终产出征税的税率 τi，税收用于其提供政务服务的政府支出。

经济体存在三类市场，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政务服务市场。最终产品市场是

一体化的竞争性市场。本文将经济体的最终产品作为计价单位，其价格始终为 1①。

资本市场也是一体化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的总资本 K̄ 可以在地区间无成本流动。

政务服务市场是地区分割的垄断市场。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地

方政府只能为本辖区企业提供政务服务。各个地区的初始资本禀赋相同，为 κ，满

足 ( I1 + I2 )κ = K̄；初始政务服务效率也相同，为A� 。
最后，明确经济体中的事件发生顺序。中央政府设计实施改革方案；地方政府实

施改革措施，提供政务服务，决定税率；企业进行生产。

（二）均衡

本文采用倒推法求解此经济体的均衡。首先，考察企业的行为。地区 i的企业面

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max
Ki，Gi

 ( )1 - τi ( )Ki

α( )Gi

β - RKi - PiGi。其中，R是经济体的利

①　因为最终产品仅用于消费和生产政务服务，所以地区 i的净产出等于总产出减去政府提供政务服务时

的支出，即Yi -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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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Pi 是地区 i的政务服务价格，用于衡量企业在办理政务服务时所承担的遵循成本

（徐现祥等，2025）。企业在资本市场和政务服务市场上都是价格接受者，将R和Pi视

为外生给定。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
■
■

||

||

R = ( )1 - τi α ( )Ki

α-1( )Gi

β

Pi = ( )1 - τi β ( )Ki

α( )Gi

β-1 （3）

式（3）中的两个表达式是由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导出的反需求函数，共同刻画了

企业在资本和政务服务投入上的最优决策行为①。值得注意的是，政务服务价格的变

动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政务服务投入，也会影响企业的资本投入和产出水平。

其次，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由本文的设定可知，地方政府将有三个行为：供给政

务服务、落实改革和制定税率。本文将逐一考察。

一是地方政府供给政务服务的行为。在提供政务服务时，地方政府的收益为

PiGi，支出为Xi，在职消费为PiGi - Xi。作为唯一的政务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面对着

如式（3）第二个表达式所示的政务服务需求。假设地方政府追求其在职消费的最大

化，其面临的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max
Xi

 PiGi - Xi，s.t. Pi = ( )1 - τi β ( )Ki

α( )Gi

β-1
，Gi =

Ai Xi。地方政府对政务服务的最优定价为：

Pi = 1
Ai β （4）

式（4）揭示，地方政府对政务服务的最优定价 Pi 是其政务服务效率 Ai 的减函

数②。其经济含义非常直观：地方政府的政务服务效率越高，使用相同数量的最终产

品生产的政务服务越多，地方政府供给政务服务的价格越低。企业感知到这一价格

①　尽管对于作为价格接受者的企业而言要素价格R和Pi是外生给定的，但反需求函数刻画的是企业在给

定要素投入水平下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本文保留这一形式是因为反需求函数清晰

地展示了地方政府在政务服务市场上面临的需求约束。在后文分析中，地方政府正是基于式（3）第二个表达式

的反需求函数来决定政务服务的最优定价的。此外，这一处理方式在相关经典文献中也十分常见。例如，

Romer（1990）在分析中间品生产商的垄断定价行为时，同样采用了这种反需求函数的形式，并以此作为垄断者

面临的需求约束来求解最优价格。

②　推导式（4）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由生产函数Gi = Ai Xi可知，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边际成本始终

为
Xi

Gi
= 1

Ai
。其次，考察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边际收益。将约束条件中的反需求函数代入总收益PiGi，可得

总收益函数为 ( )1 - τi β ( )Ki
α( )Gi

β
。对Gi求导，可得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边际收益为 β (1 - τi ) β ( Ki )α (Gi )β-1，

即 βPi。最后，根据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即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均衡

时有βPi = 1
Ai

成立。再经过整理可得，Pi = 1
Ai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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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信号后，由于其获取政务服务的遵循成本下降，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企业

将主动增加政务服务需求量，这最终也会体现为企业在生产中的政务服务投入Gi 的

提升。

二是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施的行为。中央政府设计的改革方案旨在提升政务服

务效率，其目标效率记为 Ā，满足 Ā > A� 。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需在外生给

定的制度约束 Ā下，通过内生选择决定最终的政务服务效率Ai，以最小化自身的改革

落实成本。具体而言，在央地互动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决策面临着“需要”和

“可能”的权衡①。一方面，“需要”是指，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要确保中

央政府的改革设计理念得到有效贯彻（McCann et al.，2015），使实施的改革措施与改

革方案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小。( )Ai - Ā 度量地方政府在“需要”上的偏离程度，偏离程

度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越高的风险（李书娟和徐现祥，2021）。基于 Rogoff
（1985）对偏离目标产生成本的函数设定，本文采用二次函数 ( )Ai - Ā

2
刻画地方政府

因偏离中央目标而产生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是指，地方政府作为改革方案的落

实主体，要结合本地实际实施改革措施（Kim et al.，2018），使实施的改革措施与本地

实际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小。( )Ai - A� 度量地方政府在“可能”上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

越大，意味着改革落实所需的组织变革难度和调整成本越高。基于Rotemberg（1982）
对现实存在调整成本的函数设定，本文采用二次函数 ( )Ai - A� 2

刻画地方政府因改变

现状而产生的调整成本。和Barro and Gordon（1983）在政策分析中使用的加权损失函

数设定一致，本文假设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最小化问责压力和调整成本的加权总和：

min
Ai

ωi( )Ai - Ā
2 + ( )1 - ωi ( )Ai - A� 2

。其中，ωi 度量地方政府 i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

根据一阶条件，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改革措施积累的政务服务效率Ai为：

Ai = ωi Ā + ( )1 - ωi A� （5）
式（5）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实施改革措施后的政务服务效率 Ai 是改革设计 Ā和本

地实际A� 的加权平均。由式（5）可知，Ai 随ωi 的增加而单调递增。在地区H，ωi = ωH；

①　兼顾“需要”与“可能”的权衡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是中国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时决

策逻辑的直观体现。具体而言，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全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国

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与可能”。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安排长期建设国债时，同样强调了“根据

需要和可能”。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将这一经典的中国政策实践逻辑化为规范的经济学语言，刻画了中国地

方政府面临目标激励与现实约束时的典型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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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L，ωi = ωL < ωH。因此，地区H的政务服务效率为AH = ωH Ā + ( )1 - ωH A� ，地区

L的政务服务效率为AL = ωL Ā + ( )1 - ωL A� ，且AH > AL。

不妨记A = AH

AL
，以表示地区 H 和地区 L 之间内生的政务服务效率差异。显然，

A > 1，且是ωH 的增函数。地区H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越高，则地区H和地区 L之间

的政务服务效率差距会越大。这表明，A实质上度量了地区 H和地区 L之间实施改

革措施程度的差异。同时，结合式（4）的定价机制可知，企业在感知到更低的政务服

务成本后，可进一步据此推断地方政府改革落实行为的差异，在地区H感知到更高的

改革实效。因此，A也可视为企业感知到的两地政府改革行为的异质性，反映了企业

对改革落实效果的主观评估。

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税率的行为。地方政府追求平衡预算，即 τiYi = Xi。结合式

（3）和（4），可得：①

τi = β2

1 + β2 （6）
式（6）表明，当地方政府追求平衡预算时，尽管其对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存在差

异，各地政府仍将制定相同的税率。各地税率的内生一致性，可以排除税率对地方引

资差异的直接影响（Tiebout，1956；Wildasin，1988），有助于更清晰地识别实施改革措

施对各地引资差异的影响。另外，式（6）揭示税率是 β的增函数②。其经济含义也是

直观的。由企业生产函数可知，β度量政务服务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从收入分配

的角度看，β越大，政务服务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应越大。

最后，考察经济体的一般均衡。结合企业的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资本市场出

清方程，即 I1 KH + I2 KL = K̄，可得命题1。
命 题 1：经 济 体 存 在 唯 一 的 均 衡 ，且 满 足 ：P*

H = A-1 P*
L，G *

H = A 1-α
1-α-β G *

L；K *
H =

K̄

I1 + I2A
- β

1-α-β

，K *
L = K̄

I1A
β

1-α-β + I2

；τ*
H = τ*

L = β2

1 + β2。

①　式（6）的推导过程如下。首先，根据地方政府的平衡预算约束，有Xi = τiYi。其次，结合生产函数Gi = Ai Xi

与式（4），可建立政府支出与垄断收益的关系：Xi = βPiGi。再次，由企业的一阶条件式（3）可知，企业对政务服务的

总支出为PiGi = ( )1 - τi βYi。最后，联立上述三式可得，τiYi = β ( )( )1 - τi βYi 。消去Yi并整理，即可得式（6）。
②　式（6）中 τi对β求导，可得

∂τ
∂β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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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分析

本小节主要基于命题 1，分析和识别地区H和地区L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具体

而言，命题1揭示出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从分割的政务服务市场看，政府实施改革措施时，企业会通过政务服务的价格

与数量切实感知到成本效应和服务效应。地区H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更高，其内生的

政务服务效率也更强，这表现为A > 1。此时，地区 H 的政务服务价格将更低，即

P*
H < P*

L，企业会感知到其获取政务服务的遵循成本下降，本文称之为成本效应，其大小

为
P*

H

P*
L

= A-1。同时，地区H将提供更多的政务服务，即G *
H > G *

L，企业会体验到政务服务

的质量和可及性的提升，本文称之为服务效应，其大小为
G *

H

G *
L

= A 1-α
1-α-β。①

二是从一体化的资本市场看，命题 1清晰地表明，地区H和地区 L表现出两个不

同的均衡状态。一方面，地区H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更高，企业感知到地区H更优的

政务服务成本和政务服务可及性后，会优先向其投资，驱动地区H吸引到更多资本，

即K *
H > κ；另一方面，地区L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更低，企业感知较为消极，导致资本

从地区 L流出，即 K *
L < κ②。其背后的经济含义如下。改革落实完成后，地区 H和地

区L的政务服务供给分别提升至G *
H 和G *

L。由于G *
H > G *

L，此时地区H的资本边际产出

将高于地区 L。边际产出的差异在资本市场上创造了套利空间，资本将从边际产出

较低的地区L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地区H。随着资本在地区H的不断积累，根据边际

报酬递减规律，其资本边际产出将逐渐回落。相反，地区L的边际产出则因资本流出

而逐渐回升。最后，两地的资本边际产出将相等，经济体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两地的

资本存量分别达到K *
H 和K *

L。如果采用地区L为参照系，那么由命题 1可推得，在地区

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生产函数中资本与政务服务具有互补性，服务提升会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表达式上

看，由式（3）可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为MPKi = R/ (1 - τi ) = α ( Ki )α-1 (Gi )β。显然，
∂MPKi∂Gi

= αβ ( Ki )α-1 (Gi )β-1 > 0，这表明

资本与政务服务在生产中是互补品，资本的边际产出会随着政务服务数量的上升而上升。当改革落实带来的服务效应

提升了政务服务的均衡供给量时，在同等资本存量下，改革落实将直接推高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为资本流动创造激励。

②　对于地区H，因为- β
1 - α - β < 0，所以有K *

H = K̄

I1 + I2A
- β

1-α-β

> K̄
I1 + I2

= κ；对于地区L，因为
β

1 - α - β > 0，

所以有K *
L = K̄

I1A
β

1-α-β + I2

< K̄
I1 + I2

=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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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措施带来的资本流动可以表示为
K *

H

K *
L

= A
β

1-α-β。

以上资本流动完全取决于两地的相对政务服务效率A，其弹性为
β

1 - α - β
。这

意味着，地区H的相对政务服务效率每提高 1%，其相对资本将增加
β

1 - α - β
%。此

时弹性
β

1 - α - β
是 β的增函数，这符合经济直觉。β度量政务服务在企业生产中的

重要性，是企业感知改革落实的重要参数。β越大，政务服务在企业生产中越重要，弹

性
β

1 - α - β
也越大。以上分析还表明，一个识别实施改革措施带来资本流动的方法

是，以地区L为控制组，测算在地区H资本规模的大小，即：①

ln K *
H - ln K *

L = β
1 - α - β

lnA （7）
三是从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结果看，实施改革措施带来的资本流动恰好可以分

解为企业感知到的成本效应和服务效应，验证了出台改革措施在两个市场上传导机

制的完整性。具体而言，式（7）所示的实施改革措施带来的资本流动规模A
β

1-α-β 恰好

是成本效应A-1与服务效应A
1-α

1-α-β 的乘积。

K *
H

K *
L

= A
β

1-α-β =
■

P*
H

P*
L

成本效应

×
■

G *
H

G *
L

服务效应

= ■A-1
成本效应

× ■A
1-α

1-α-β

服务效应

（8）

式（8）具有清晰的经济含义。企业在地区H投资时，会感知到更低的政务服务价

格和遵循成本、更高的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从而提升投资意愿。这种企业感知到的政

府改革行为的异质性会导致在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上，资本从地区L流向地区H，直到

两地之间的资本边际产出重新相等为止。因此，地区H吸引到更多资本、地区L吸引

到更少资本。

①　式（7）的证明如下。根据命题 1，K *
H = K̄

I1 + I2A
- β

1-α-β

，K *
L = K̄

I1A
β

1-α-β + I2

< K̄
I1 + I2

= κ，则两地资本存量

之比为
KH

KL
= I1A

β
1-α-β + I2

I1 + I2A
- β

1-α-β

。观察分母可知，I1 + I2A
- β

1-α-β = I1 + I2

A
β

1-α-β

= I1A
β

1-α-β + I2

A
β

1-α-β

。将此式代回比值表达

式，分子分母中的公因式( )I1A
β

1-α-β + I2 正好消去，得到
KH

KL
= A

β
1-α-β。两边取对数，即得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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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由命题 1可得，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本质上并非由财政支出规模差异所驱

动，因为地区H与地区L的财政支出Xi 占产出Yi 的比重相等，即 τ*
H = τ*

L。其背后的经

济逻辑在于，虽然地区H需要投入更多财政支出以供给政务服务，但同时企业在感知

到地区H的改革效益后，也会增加在地区H的投资，从而在地区H形成更高的产出规

模。这实质上揭示了改革落实的经济效益，解释了为何实施改革措施能形成高政府

支出、高资本积累、高辖区产出的良性循环。

四　识别策略

本节阐述了本文的识别策略，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接着考察关

键变量的度量，最后报告描述性统计。

（一）回归分析模型

理论模型揭示的可感知改革将导致资本流动，是政务服务市场供需两侧一般均

衡的结果。即供给侧的地方政府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与需求侧的企业感知改革成

效共同作用，导致资本的流入。基于这一理论推论，以及各地市渐进实施“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典型特征，本文将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245个地市作

为处理组，未出现的 38个地市作为控制组，通过地方政府实施改革与企业感知改革

成效的交乘项度量可感知的改革，构造三重差分模型，识别可感知改革对资本流动的

影响①。本文的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ΔKit = α + βDit + ρA it + ΘX i，t-1 + μi + ηt + εit （9）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ΔKit 表示 t年 i地市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旨在

捕捉理论模型式（7）揭示的资本存量差异在向新均衡动态调整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流

动。Dit表示地市 i在 t年的政府实施改革变量，A it = Dit × πi则为本文关心的 i地市 t年

可感知改革变量。其中，πi表示 i地市的企业切实感知到的改革效果，通过企业跑一次

的占比衡量（单位为%）。X i，t-1是地市层面控制向量，包括地市 i在 t - 1年的经济发展

①　徐现祥等（2025）已为政府实施改革对企业感知改革成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为了避免重复，本文

未对此进行经验检验。具体而言，徐现祥等（2025）基于企业到政府办事是否跑一次、是否一窗办和企业感知改

革是否有积极影响等，对企业感知改革成效更加丰富的度量方式，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政府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感知改革成效，回归结果稳健。感谢审稿

人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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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因素和官员更替等①。μi是地市固定效应，ηt是年

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回归估计采用聚类到地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本文预

期 ρ > 0，即可感知的改革成效越好，投资流入水平越高。

（二）变量度量

本小节详细度量了本文使用的关键变量，包括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和可感知改革。

1.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本文参考马光荣等（2020）、孙伟增等（2024）的做法，使用

本地拥有的异地投资的子公司的增加量测度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具体而言，本文从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获取了 2013至 202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信息②，根据子公司所在地址，加总得到各地市拥有的子公司总量③。进一步地，本

文结合上市公司所在地址信息，将上市公司和子公司所属不同地市的定义为异地投

资子公司，最终得到城市年份层面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量的面板数据。

2. 可感知改革。本文分三步度量可感知改革。第一步是测评企业对“最多跑一

次”改革成效的感知。为此，本文利用 2018至 2023年连续 6年开展的全国固定点企

业访谈调研数据。该调研在此期间共覆盖了 156个地市的 3.2万家企业，形成了中国

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库。调研问卷中包含的相应问题是，“在过去半年，您来这个

办事大厅办成一件事大致需要跑几次？”删除回答为不知道的样本后，如果办成一件

事跑动次数不大于 1次，则是否跑一次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基于此，企业感知“最

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度量定义为各地 2018至 2023年报告只跑一次的被访谈企业的

平均占比④。根据表 1 可知，样本期内 146 个地市企业感知改革成效的均值为

47.21%。

①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的对数来测度；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测度；对外

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测度；人口因素用人口密度（即人口数量和辖区面积之比）测度；官员更替

用当年是否有市委书记或市长更替测度。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市历

年统计公报等，官员数据来源于各地方年鉴、政府网站等。

②　保留公告类型为“年报”，以及关联关系为“子公司”的样本。

③　部分子公司所在地信息缺失，本文通过查询子公司名称补充子公司所在地城市信息。

④　由于本文关注异地投资的流入，因此对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最理想的度量方案是仅基于母公司来自异

地的企业。基于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到，母公司来自当地和异地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在

测度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时并未区分企业是否来自异地。具体而言，调查问卷中 2021和 2022年设有“您所在

的企业是否是分公司？”以及“母公司在何处？”的问题。两年共 6665个样本企业回答了“您所在的企业是否是分

公司？”这一问题，其中 1285个样本企业回答了“母公司在何处”这一问题。基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母公司设在

当地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均值为 50.8%，母公司设在异地企业感知的改革成效均值为 53.33%，二者相差 2.53%，

但在1%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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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采用文本分析法度量各地政府实施改革措施的程度。具体而言，本文

将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作为观察窗口，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是每年政府向公众传达政策

导向的重要文件，是对上级政府和辖区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面临着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双重监督和压力。现有文献在挖掘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时，常用的做法是使

用词典法计算某一方面改革措施出现的频次，以此度量地方政府对这项改革措施的

关注度或努力程度（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这意味着，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表明了

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郑世林等，2023；张同斌和王蕾，2024）。因此，本文根据政府

工作报告文本是否提及改革关键词度量各地政府实施改革的程度①。具体而言，本

文首先梳理了“最多跑一次”改革背景，将“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和“高效办

成一件事”作为识别这项改革的关键词。其次，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系统检索了

2013 至 2023 年 283 个地市的 3113 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作部署部分，识别各地首

次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年份②。最后，本文对实施改革措施进行赋值，赋值规则是，地

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赋值为 1；地市政府工作报告未出现改革关键词，

赋值为 0。
第三步是度量可感知改革。企业感知是连接地方政府实施改革与市场响应之间

的桥梁，这意味着，在地方政府实施具体改革措施时，只有当企业感知到改革的成效

后，市场响应才会随之产生。本文将企业感知到的政府实施改革称为可感知改革。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各地政府实施改革与企业感知改革成效的交乘，度量可感知改

革。通过将调研的 156个地市与本文关注的 283个地市匹配后，本文的最终样本涵盖

了 146个地市，其中处理组为 127个地市，控制组为 19个地市③。根据表 1可知，样本

期内146个地市可感知改革的均值为17.02%。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1的结果显示，处理组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和

可感知改革显著高于控制组，而企业感知改革成效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未呈现显

著的差异。

①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包括对前一年工作的总结和对下一年的工作部署两部分。本文只考虑工作部

署部分。

②　克拉玛依市缺失 2013至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鹤岗市缺失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由于“最多跑一次”

相关改革措施最早由浙江省2017年提出，因此以上缺失部分赋值为0。
③　处理组和控制组地市空间分布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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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处理组与控制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

企业感知改革成效

可感知改革

人均GDP对数

第三产业占比

对外开放程度

人口密度对数

官员更替

146个地市

均值

22.54
47.21
17.02
10.93
44.81
21.40
-3.28
0.51

样本量

1606
146

1606
1606
1606
1606
1606
1606

标准差

40.93
15.31
24.73
0.58
9.76

31.98
0.96
0.50

处理组：127个地市

均值

23.45
47.36
19.57
10.92
45.18
20.50
-3.26
0.51

样本量

1397
127

1397
1397
1397
1397
1397
1397

标准差

43.15
15.86
25.56
0.59

10.13
32.62
0.98
0.50

控制组：19个地市

均值

16.44
46.2

0
10.96
42.33
27.39
-3.37
0.54

样本量

209
19

209
209
209
209
209
209

标准差

19.61
10.94

0
0.48
6.20

26.62
0.87
0.50

组间
差异

7.00***

1.16
19.57***

-0.04
2.85***

-6.89***

0.11*

-0.03
说明：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单位为个，企业感知改革成效单位为%，可感知改革单位为%，人均

GDP的单位为元，第三产业占比的单位为%，对外开放程度的单位为%，人口密度的单位为万人/平
方千米。

五　回归分析

（一）基本结果

表 2报告了基于式（9）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2第（1）列报告了仅引入政府实施改

革变量Dit 而未考虑可感知改革变量A it 的回归结果。现有文献在考察政务服务改革

带来的经济绩效时，往往只考虑地方政府实施改革的影响（夏杰长和刘诚，2017；王永

进和冯笑，2018；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而忽略了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作

用。表 2第（1）列再现现有文献的识别策略，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

4.03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①。这意味着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实施改革后，异

地投资流入水平提高了26.7%。②

表 2第（2）列报告了同时引入政府实施改革变量Dit 和可感知改革变量A it 的回归

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0.882，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变量的系

数为0.1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实施改革对异地投资流入没有显著的

影响，只有可感知的改革显著带来了异地投资的流入。具体而言，与控制组相比，当其

他因素不变时，处理组地市的可感知改革每增加 1%，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将提高

①　当采用表2第2列的146个地市样本进行第（1）列的回归时，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②　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实施改革后，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了 4个左右，相当于样本期内 283个地市

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量均值15个的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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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①。从经济含义的角度看，不妨考察处于可感知改革70分位点的东莞与30分位

点的南昌。东莞的可感知改革比南昌高14%②；当其他因素不变时，这将导致东莞的异

地投资流入水平比南昌多9%③，能够解释二者异地投资流动水平实际差距的8%。④

总之，表 2的回归结果显示，与理论预期一致，是可感知改革而不是单纯的政府

实施改革带来异地投资流入，可感知改革差异能够解释各地落实改革的差异。

表 2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政府实施改革

可感知改革

控制变量

地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处理组地市

控制组地市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

（1）
基准度量

4.032**

（1.689）

控制

控制

控制

3106
0.718
245
38

（2）
基准度量

0.882
（3.820）

0.150**

（0.066）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0
127
19

（3）
替代度量1

2.694
（2.540）

0.080**

（0.040）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1
127
19

（4）
替代度量2

1.461
（1.576）

0.054**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1
127
19

说明：表 2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异地投资子公司的增加量度量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样本期间为

2013至 2023年。为与现有研究可比，第（1）列采用 283个地市样本。第（2）（3）（4）列采用本文匹配

后的 146个地市样本。第（1）（2）列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赋值规则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

关键词，则为 1；否则为 0。第（3）（4）列考察了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不同度量，其中第（3）列考虑

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相同，第（4）列考虑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

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高于省。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因素

和官员更替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地市层面；*、**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

平。后表同。

①　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可感知改革每增加 1%，异地投资子公司增量将提高 0.15个，相当于样本期

内146个地市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量均值22.5个的0.67%。

②　东莞市可感知改革为54%，南昌市可感知改革为40%，二者相差14个百分点。

③　与南昌市相比，东莞市的可感知改革高 14%，政府实施改革带来的异地投资子公司增量将提高 2.1个，

相当于样本期内146个地市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量均值22.5个的9%。

④　2013-2023年，东莞市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均值为 60，南昌市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均值为 34，二者相差 26。
因此，可感知改革带来异地投资水平提高的2.1占二者异地投资流动水平实际差距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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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的有效性需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前提，即在处理组实施改革之前，处

理组和控制组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具体而言，本文根据式（10）进行检验：

ΔKit = α1 + β1 Dit + ∑m=-4
4 ρm1 Dm

it × πi + ΘXi，t-1 + μi + ηt + εit （10）
其中，Dm

it 为一系列虚拟变

量，若 t年是 i地市距离其开始

实施改革的第m年，则Dm
it = 1，

否则 Dm
it = 0；ρm1 为对应的回归

系数。本文以实施改革前第 1
年作为基准组，考察实施改革

前 4 年、当年和后 4 年的情形，

回归结果如图 4所示。横轴表

示地市距离开始实施改革的

年份，纵轴表示回归系数 ρm1 的

估计值大小，上下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通过图 4可以看出，在处理组开始实施改革之前，可感知改革对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异地投资流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在处理组开始实施改革之后，可感知改革对异

地投资流入水平的影响显著高于控制组。综合图 4的结果，我们不能拒绝平行趋势

假设。

（二）稳健性检验

1. 政府实施改革的不同度量。本文基准回归中，对政府实施改革变量的赋值规

则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为 1；否则，赋值为 0。本部分根据省和市

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分类排序，度量政府实施改革程度。

首先，考虑地市对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程度相同的情形。

具体而言，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出现改革关键词，则政府实施改革变量赋值为2；
省或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赋值为 1；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未出现改

革关键词，则赋值为 0。此时，根据式（9）的回归结果如表 2的第（3）列所示。政府实

施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2.694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0.08，且在 5%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然后，考虑地市对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程度高于省政府工作

报告。具体而言，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出现改革关键词，则政府实施改革变量赋

图 4　传导机制的平行趋势检验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6期　· 82 ·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企业感知的视角

值为3；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省政府工作报告未出现改革关键词，则赋值

为2；市政府工作报告未出现改革关键词，省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赋值为

1；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未出现改革关键词，则赋值为 0。回归结果显示，此时政府

实施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1.461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0.054，且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综合表 2第（3）（4）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考虑政府实施改革的不同度量方法后，

本文的基本结果依旧稳健。

2.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本文结论由

随机性因素驱动的可能

性，本文采用随机构造处

理组地市及政策时点的

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本文

首先在 146个地市中随机

抽取 127个地市作为虚拟

处理组，然后在 2017 至

2023 年内随机指定虚拟

处理组地市开始实施改

革的年份，并且确保该虚

拟政策的年份分布与实际年份分布相同。基于上述随机化过程，本文生成了 500组

判断地市实施改革的虚拟变量，并按基准回归方程（9）重复估计 500次，最终将 500个

参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及其p值分布呈现在图5中。

图 5显示，随机构造的可感知的实施改革的系数呈现以 0为中心的分布，且绝大

多数p值大于0.1，与基于真实数据得到的回归系数结果形成显著差异。这表明，随机

构造处理组的可感知的实施改革的影响，在作用强度与显著性方面均有大幅削弱，证

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3. 引入更多控制变量

现有文献发现宏观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马光荣等，2020）和数字政府（孙伟增

等，2024）等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部分进一步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政

府方面的控制变量，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变量通过是否开通高

图 5　传导机制的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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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简称“高铁开通”）、是否加入宽带中国试点（简称“宽带中国”）和是否加入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代理（马光荣等，2020；Chen，2022；孔东民和

陶云清，2023）。数字政府建设变量通过是否建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简称“政数

局”）和是否建设省级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简称“一体化平台”）代理（孙伟增等，

2024）。

表 3 第（1）列

进一步控制了基

础设施建设相关

变量。回归结果

显示，政府实施改

革的系数为 0.958
但不显著，可感知

改革变量的系数

为 0.148，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与基准回归结

果相差不大。表3
第（2）列进一步控

制了数字政府相

关变量。回归结

果显示，政府实施

改 革 的 系 数 为

0.226 但不显著，

可感知改革变量

的系数为 0.159，
且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表3第（3）列同时控制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政

府相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0.322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变量

的系数为0.15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

综合表 3回归结果可知，进一步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政府等相关变量后，本

文的基准结果依旧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政府实施改革

可感知改革

高铁开通

宽带中国

大数据试验区

政数局

一体化平台

控制变量

地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

（1）
0.958

（3.926）
0.148**

（0.066）
2.163

（1.424）
7.481**

（3.167）
-3.103

（2.684）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1

（2）
0.226

（3.704）
0.159**

（0.067）

-1.855
（3.021）

3.057
（3.374）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0

（3）
0.322

（3.785）
0.157**

（0.066）
2.108

（1.416）
7.461**

（3.172）
-3.216

（2.716）
-2.066

（2.984）
2.950

（3.323）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732

说明：表 3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异地投资子公司的增加量度量的异地投

资流入水平，样本期间为 2013 至 2023 年。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因素和官员更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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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变估计方法

本部分采用 PSM 方

法 进 行 稳 健 性 检 验 。

PSM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

示。第（1）列为截面匹

配后的回归结果，第（2）
列为逐年匹配后的回归

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政府实施改革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可感知改革的系数至少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

差不大，本文的基准结

果依旧稳健。

5. 拓展数据维度

为排除上市公司总量变化的影响，本文将基准回归的地市-年份层面面板数据，

拓展到上市公司-投资目的地市-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并设定回归方程如下：①

ΔKcijt = α2 + β2 Dit + ρ2A it + ΘX i，t-1 + μci + ηct + νjt + εcijt （11）
其中，c表示上市公司，i表示投资目的地市，j表示上市公司 c所在地市，t表示年份。

ΔKcijt表示 t年上市公司 c在地市 i投资子公司的增量，以此测度地市 i在上市公司层面的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Dit表示地市 i在 t年的政府实施改革变量，Dit × πi则为本文关心的

i地市 t年可感知改革变量A it。其中，πi表示 i地市的企业切实感知到的改革效果，通过

企业跑一次的占比衡量（单位为%）。X i，t-1是投资目的地地市层面控制向量，包括地市 i

在 t - 1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因素和官员更替等。μci是上

市公司-投资目的地地市固定效应，ηct是上市公司-年份固定效应，ηjt是上市公司所在

地市-年份固定效应，εcijt是聚类到投资目的地市层面的标准误。本文预期 ρ2 > 0，即可

感知的改革成效越好，异地投资流入水平越高。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报告了仅引入政府实施改革变量的回归结果。

①　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表 4　　　　　稳健性检验：改变估计方法

被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政府实施改革

可感知改革

控制变量

地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

截面匹配
PSM-DID

（1）
1.680

（4.441）
0.142*

（0.078）
控制

控制

控制

1565
0.742

逐年匹配
PSM-DID

（2）
0.624

（3.830）
0.155**

（0.067）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2
0.730

说明：表 4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异地投资子公司的增加量度量的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样本期间为 2013 至 2023 年。第（1）列为截面

匹配后的 PSM-DID 回归结果，第（2）列为逐年匹配后的 PSM-DID
回归结果。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6期　· 85 ·

徐现祥　李粤麟　陈希路

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 0.00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与控制组相比，处理

组地市实施改革后，一家异地上市公司在本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会增加 0.002个。第

2列在第（1）列基础上引入可感知改革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

0.00021，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0.00004，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

表明，政府实施改革对异地投资流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可感知的改革显著带来了

异地投资的流入。具体而言，与控制组相比，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处理组地市的可感

知改革每增加 1%，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将提高 0.77%，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①。进

一步考虑政府实施改革的不同度量，回归结果如第（3）（4）列所示。根据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政府实施改革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感知改革的系数至少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综合表 5回归结果可知，将数据维度扩展到上市公司-投资目的地市-年份层面，

进一步排除上市公司数量的影响后，本文的基准结果依旧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拓展数据维度

被解释变量

政府实施改革

可感知改革

控制变量

公司-目的地市固定效应

公司-年份固定效应

公司所在地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异地投资流入水平

（1）
基准度量

0.00202**

（0.0008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10 954
0.131

（2）
基准度量

0.00021
（0.00153）

0.00004*

（0.00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10 954
0.131

（3）
替代度量1

0.00065
（0.00102）

0.00003*

（0.0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10 954
0.131

（4）
替代度量2

0.00036
（0.00063）

0.00002*

（0.0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10 954
0.131

说明：被解释变量为通过上市公司在投资目的地地市投资子公司的增加量度量的异地投资流

入水平，样本期间为 2013至 2023年。第（1）（2）列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赋值规则是，市政府工作

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为 1；否则为 0。第（3）（4）列考察了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不同度量，其中

第（3）列是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相同时的回归结果，第（4）列是市

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高于省时的回归结果。

①　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可感知改革每增加 1%，异地投资子公司增量将提高 0.00004个，相当于样本

期内异地投资子公司增加量均值0.0052个的0.77%。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6期　· 86 ·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企业感知的视角

（三）排除财政支出的影响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可知，可感知改革带来异地投资的流入本质上并非由财政支

出规模差异所驱动。现有文献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影响税收水平影响

异地投资的流入（王凤荣和苗妙，2015；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异地投资的流入（马光荣等，2020；王媛和唐为，2023）。本部分排除

可感知改革对异地投资流入的影响由财政支出驱动这一竞争性假说。排除财政支出

影响的回归方程为：

τit = φ0 + φ1 Dit + φ2A it + ΘX i，t-1 + μi + ηt + εit （12）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τit 表示 t 年 i 地市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的

对数。Dit 表示地市 i 在 t 年的政府实施改革变量，A it = Dit × πi 则为本文关心的 i 地

市 t 年可感知改革变量。πi 表示 i 地市的企业切实感知到的改革效果，通过企业跑

一次的占比衡量（单位为%）。X i，t-1 是地市层面控制向量，包括地市 i在 t - 1年的经

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官员更替等。μi

是地市固定效应，ηt 是年份固定效应，εit 是聚类到地市层面的标准误。本文预期 φ1

和 φ2 不显著，即政府实施改革变量与可感知改革变量对财政支出水平不会有显著

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对数。第（1）
（2）列对实施改革的赋值规则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为1；否则，赋值

为0。第（3）列是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相同时的回归

结果，第（4）列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高于省时的回归结

果。第（1）列只引入政府实施改革变量而遗漏可感知改革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

实施改革变量的系数为 0.007，但不显著，这意味着，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实施

改革后，地市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没有显著的变化。第（2）至（4）列同时引入政府

实施改革变量和可感知改革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实施改革变量和可感知改革变

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地市实施改革变量与可感知改革

变量对财政支出水平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综合表 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和本文理论预期一致，政府实施改革变量和可感

知改革变量对财政支出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从而排除了财政支出对资本流动的

影响。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6期　· 87 ·

徐现祥　李粤麟　陈希路

表 6 排除竞争性假说

被解释变量

政府实施改革

可感知改革

控制变量

地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处理组地市

控制组地市

财政支出

（1）
基准度量

0.007
（0.011）

控制

控制

控制

3106
0.935
245
38

127
19

（2）
基准度量

0.010
（0.037）

0.000
（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944

127
19

（3）
替代度量1

-0.011
（0.023）

0.000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943

127
19

（4）
替代度量2

-0.002
（0.015）

0.000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606
0.943

说明：表 6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对数，样本期间为 2013至 2023年。第（1）（2）
列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赋值规则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则为 1；否则为 0。第（3）
（4）列考察了对政府实施改革程度的不同度量，其中第（3）列是省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

词的实施改革程度相同时的回归结果，第（4）列是市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改革关键词的实施改革程度

高于省时的回归结果。

六　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探索了地方政府落实改革的传导机制。在理论

上，本文从企业感知的视角解释了改革落实的内在逻辑，将异质性政府引入政务服务

市场模型，揭示出改革落实会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降低企业感知价格来引导资

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在经验分析上，本文把国家整体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视为

一个准自然实验，为改革落实传导机制提供了因果证据。回归结果表明，可感知改革

促进了资本流动，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

本文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设计改革政策应聚焦于企业感知

视角。本文结果显示，企业感知是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一环，因此改革落实的最终目的

应是企业可感知的营商环境改善。具体而言，改革政策设计须以企业感受为导向，以

确保改革措施能被企业感知并认可，从而提升政府改革落实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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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评价改革政策应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标准。基于本文结论，改革落实带来

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取决于企业对改革措施的感受和认知。因此，企业的感知应成为

度量改革成效的标尺。建议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Business Ready评估体系，推动改

革落实评价体系从政府导向转向企业导向，通过对企业体验的量化指标捕捉改革政

策实际落实效果。

第三，落实改革政策应强化系统性的全链条协同。本文分析表明，改革带来的生

产要素流动取决于均衡时政务服务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动。因此，改革落实时

应畅通政府实施、企业感知、要素流动的改革落实传导路径，建议通过整合审批、监管

和服务模块等方式，提升改革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

虽然本文的发现与理论预期一致，揭示出改革落实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但本

文的工作还是初步的，未来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出发。一是，本文尚未

从改革全过程的视角考察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一个典型的改革全过程包括地方

试点、国家整体推进和地方落实等，从改革全过程的视角系统探索改革落实传导机

制的理论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二是，本文尚未探讨除企业感知以外的其他影响

改革差异的因素。未来研究可识别并量化其他关键因素对改革差异的影响，从而

深化对改革落实传导机制的理解。三是，本文仅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探讨了

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改革是多样化的，构建一个一般性的改革落实框架，系统分

析框架的普适性，提炼出改革落实的通用原则和政策启示，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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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form Implementation: 
A Firm-Level Perception Perspective

Xu Xianxiang; Li Yuelin; Chen Xilu

Abstract: Amidst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become the 
primary targets of self-reform, thrusting the issue of reform implementation into the spotlight. Reform 
implement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reform measures deploy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executed and take effect nationwid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icitly emphasise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or major decisions and policy arrangement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owever, substantial 
cross-regional heterogeneity persists in reform implementation, manifesting in three key areas: 
vari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execution, firm perceptions, and factor-market response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reform implementation, the existing economics literature has largely concentrated on 
reform pilots, offering limited economic explan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policies. 
Addressing this gap,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roposing and causally identifying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t occurs.

Using six consecutive waves of national fixed-point firm survey data from 2018 to 2023,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 self-reform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perceptions. Theoretically, it construct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eaturing 
regional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s and heterogeneous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reform-oriented governments enhanc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efficiency, 
thereby reducing compliance costs for firms and expanding service supply. Firms perceive these inte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eform implementation through cost and service effects. Within an integrated 
capital market, firms respond rationally to these cost signals, prompting capital mobility: local 
governments that prioritise reform implementation attract greater investment inflows, whereas those that 
do not attract less. This illustrates that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form implementation is a 
process whereby perceptible reforms induce general equilibrium responses in factor markets. A testable 
implication therefore emerges: perceptible reforms generate capital flows across region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mpirically, the study trea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Stop Government 
Services”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triple-difference estimation, it reveals that de 
facto firm perceptions of reform - rather than de jure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 drive capital flows. A 
1% increase in perceptible reform intensity raises non-local investment inflows by 0.67%.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underscor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firm 
perceptions in reform implementation.

Building on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his analysis offers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Reform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 First, during 
the design phase, policymakers should focus on firm concerns to ensure that reform measures are 
perceptible to them. Second, at the implementation phase, whole-process coordination of reform 
deliver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smooth the transmission pathways linking government execution, 
firm perceptions, and factor mobility. Third, at the evaluation phase, firms’ sense of gai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core criterion, with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of reform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conducted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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